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二零零四年第二辑 

---------------------------------------------------------------------------- 

 
盗匪与庚子勤王运动 
——南海西樵巨盗区新 

 

桑兵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庚子勤王运动，保皇会将主力正军和根据地放在两广，全力争取当地的秘密结社，网罗了不少首领人物。

除广西游勇外，还有不少广东著名的盗匪头目，其中南海西樵巨盗区新便是代表之一。与其他盗匪会党首领相

比，区新参与革、保双方的反清密谋时间较长，关系较广，留存的资料较为系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个案反

映出晚清地方社会权力资源分配经历了大幅度的复杂变动，盗匪势力过分膨胀，但又并不完全脱离地缘和宗族

（至少是形式上的血缘）联系，破坏了原来官权与绅权互为协调补充的机制，社会控制乃至整个统治秩序陷入

极度紊乱。连官场中人也意识到，如果不能根本变革，清政府将无法恢复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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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运动，保皇会以武力用兵为行动方略的重心，除试图争取清军将领外，主要是利

用秘密社会现成的组织和武装，“从草泽而与朝廷抗”。1以往的研究，目光集中于长江流域，对

两湖及江淮的会党盐枭参与勤王之事有所论及，而对保皇会与两广会党游勇及盗匪的关系所知

不多。保皇会将勤王的主力军和根据地放在两广，必然全力争取当地秘密结社的力量，网罗了

不少实力强名头响的首领人物。关于秘密社会，史料较为难得，所见多为外在的否定性片段记

录描述，不易形成系统，深入内部，要找到某一具体人物或某一地域、某一团伙的连贯性资料

尤为不易，历来研究者不免雾里看花。至于保皇会的勤王密谋，康有为等人事后为了推卸责任，

将“惊粤”的罪责嫁祸于革命党，又极力否认其与两广秘密社会的关系，使得有关史实更显模

糊。其实，保皇会结交利用的两广秘密社会，不仅有广西游勇首领如李立亭、陈翼亭等，还有

不少广东著名的盗匪头目，其中康有为的同乡、南海西樵巨盗区新便是代表之一。与其他盗匪

会党首领相比，区新参与革、保双方的反清密谋时间较长，关系较广，留存的资料相对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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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余年的寻访搜求，可见大体轮廓，而且所得不仅限于某一方面的记载，可以相互比勘印

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个案反映出晚清地方社会权力资源分配经历了大幅度的复杂变动，盗

匪势力过分膨胀，但又并不完全脱离地缘和宗族（至少是形式上的血缘）联系，破坏了原来官

权与绅权互为协调补充的机制，社会控制乃至整个统治秩序陷入极度紊乱。连官场中人也明确

认识到，如果不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清政府将无法恢复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一 

清代广东盗匪横行，早已远近闻名，令当局大为头痛。所谓“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

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2所以广东虽然交通海外，物产富庶，商贸发达，却为官

不易。为了对付盗匪肆无忌惮的活动，维系统治机制，各级地方官府采取了多种防范和压制措

施，清中央政府也十分注意广东盗匪的异动。 

区新的活动引起清廷的注意，最早是在 1899 年 9 月。9 月 3 日，清廷谕军机大臣等：“有
人奏闻广东南海县西樵、大同、吴村等乡贼目李昭、傅赞开、区新聚党数千，潜谋作乱；又闻

肇庆府西江一带有劫及轮船情事，著谭钟麟、鹿传霖严密查明，如果实有其事，应即督饬文武

员弁，认真查拿惩办，毋任聚众滋事，并将办理情形，即行具奏，以靖地方。”3不过，区新一

伙形成势力，对广东当局的统治构成威胁，则至少从一年前已经开始。 

区新，广东南海县上金瓯堡人，其地在西樵山西北，与三水县临界，堡内各村总名为区村，

共分小村 16，其中 10村为区姓。4有报道说：“南海区村附近西樵，宗族繁盛，盖富乡也。该乡

向例每届三年约内神庙赛会巡游，极为庆闹”，还要招演梨园名班搭台唱戏。5照常理并非盗贼

滋生出没之地。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恰为盗匪丛聚之区，南海尤盛。光绪初年任南海县令的杜

凤治在日记中称：“广东盗案之多，以广肇二府为最，广更多于肇。广府属则以六大（县）为多，

六大则以南海为多。”6其中西樵更是盗匪渊薮。据称：“广州南海属有西樵山焉，跨南海、三水

两邑，绵亘数十里，环山上下，凡数十乡，向为盗贼丛聚之区。年中劫掠之事，已不胜偻指，

而以区村一乡为最。有盗魁区辛者，常招诱其族人及乡邻悍匪，四出掳劫，为患乡里。”7与之

同时同地同姓的还有区申、区隆、区标等多股盗匪，而“区新为西樵群盗之魁”，8他们与邻近

区县的其他盗匪如潘亚归、陆畅、傅赞开、廖珠、廖隆等互相勾结，活动范围向四周伸展，尤

其以西江一带为重点。加之珠江三角洲民风强悍，械斗不断，又地近港澳，军火走私历来严重，

甚至有设店经营，以为图财之道者。如与顺德交界的南海沙头乡，“向有匪徒在该处私设铺店数

间，暗中售卖军火，各乡械斗及盗匪所用军装，多在该处买来，最为地方之害。”因社会需求大，

利润高，官府屡禁不止。9南海县境内多处地方，盗匪“明目张胆，各持快枪，结队往来”。101898
年，清广东水师提督何长清“督清乡勇捕治积匪，至其乡（区村）指名按捕，封其祖祠，押其

绅耆，反为其族绅某京官贿御史揭参其勇扰民，遂撤差去。”11关于此事，《申报》的报道可以

提供解读的旁证：“水师提督何军门长清统带勇丁往各乡查办各匪，只以所部良莠不齐，遂致迭

次肇事。去年南海区村劫案，乡人指勇丁所为，禀诸军门，未经准理。迨来省上控，大宪虽示

明白批示，然未免不悦于心。近日九龙新辟租界，士人向英人滋闹，归咎军门办理不善，现已

具折奏参，恐难久于其任也。”12则扰民不过是撤差的前因。 

清军的剿办既然不能奏效，“于是区辛益纵恣无忌惮，召集至数百人，联络声势，复与其附

近之著匪傅赞开合伙。傅固著名巨匪，老于盗中，为众盗所推服者也，从党甚盛，与区既合，

自是恒窜扰于西樵附近九江、沙口、河清之间。”河清上接三水河口，直至西北二江，下通新会、

顺德二县，与鹤山、高明两邑隔一水对峙，“实为形胜便利之地。区、傅盘踞其间，控水路通衢，

官兵至则他窜，决不拒捕。若困之急，则又渡海窜入高明界。高明山岭丛密，官兵不能穷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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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则彼又复回故处，故出没无常，商旅过者必劫夺竟尽乃已。”13

中国古代的政治与社会控制结构，政府官僚体系相对简小，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

靠与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的有效结合。一般而言，盗匪为脱离社会常态秩序或被社

会所抛离的人群，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盗匪，则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地缘与宗族关系。他们并

不完全脱离本乡本土，虽然在官军的压迫下不得不四处避匿流窜，原籍仍是其重要的活动基地，

甚至往往是最后的藏身之所。其骨干和从众，多由同族同姓之人充当，大小头目更多是亲属。

不仅如此，盗匪还以威逼或利诱等形式，利用宗族组织为其作掩护，与官府周旋。一些劣绅则

乘机与盗匪勾结，在地方为所欲为，成为盗匪的合法护符。1898年何长清进剿反被区氏族绅控
告扰民，可见宗族关系的庇护作用。1901年，任南海县令的裴景福会同委员查办清乡，在西樵
出示惩办当地某绅，指“近年沙东、区村匪徒猖獗，咸以大岗墟为巢穴渊薮，抢劫之案，日必

数起，凡乡民趁墟卖丝买物，无论多寡，无不遭其拦夺。其附近各乡户小丁单，家资殷实者，

该匪探知，无不纠众行劫，纵横数十里，大小数十乡，真暗无天日，不成世界矣。”究其缘故，

则因兴贤局某绅族大年尊，主局多年，案积如山，从未禀攻一匪，捆送一匪。其他小乡小姓，

不敢与抗。乡民告则勒缴花红，若无花红，则将捆送来的匪徒释放。以致民怨益腾，匪胆益张。

后复以办团为名，开一票厂，聚集匪徒，纵之抢劫，回厂公然分赃。结果大岗墟生意较往昔锐

减六成。官府只好拆厂换人，并将某绅之子拘押，以示惩戒。14

不过，盗匪势力坐大，引起直接利益冲突的首先还是地方士绅，少数人能够从中获利，多

数则受到威胁损害。1899年 4月，南海西樵绅士以“四乡盗贼孔多，往往入黑杀人，风高放火，
横行市井，莫敢谁何。日前大宪委派何军门长清，统带各勇下乡清查，匪徒即闻风远扬，然未

几仍恣横如前，终未能根株尽拔，”“深恐首恶不除，终为后患，特来省具禀督宪称：有积匪区

新、李昭、傅赞开等，匿迹邻乡，时思伺隙蠢动，求派勇剿除，以安闾里。”15总督谭钟麟再请

何长清严拿惩究。区新等人故技重施，清军兵到，闻风远飏，“近日知乡勇已散，潜回乡里与绅

董寻仇，纵火毁其房屋”。16西樵局某绅被区新、傅赞开等率众滋扰，被迫逃至省垣，“禀请大

宪拨勇前往弹压。大宪以刻下勇单饷绌，不敷分派，谕令回乡联合乡团练勇，以备不虞。”17官

府推卸责任，士绅同样无能为力，“南海县著名各巨匪自经大宪派员严密缉查，即衔具绅刺骨，

时时与之为难，甚且骚扰市廛，”以致引起一些地方闭门罢市。“日来公局悬赏购拿，谓能拿获

匪党者，每名给赏花红洋银二千元。匪党闻之，复向局绅索取此款，局绅无奈，避匿无踪。”18

官绅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应对盗匪的横行，于是谋求合力。1899年 6月，广州《博闻报》
报道说：“西樵同人局绅董黄德华等，以土匪区赤肋申等纠党横行，具禀抚辕，请即派兵弹压。”

广东巡抚鹿钟霖批示曰：“据禀区赤肋申、区标各匪，在西樵一带纠党横行，请添兵驻扎江浦，

以遏乱萌等情，不为无见，现在举办保甲团防，原以佐兵力之不足，古人守望相助，洵属良策

美意。今匪党猖獗，为该绅等桑梓切盾之灾，亟应认真整顿团练，自卫乡里，加以派去关都司

等所带营勇数百名，亦不为少，俾即会同设法分头查缉，将著名盗匪悉数拿获解办。果能官绅

合力，自不难逐渐剪除匪类，以靖地方”。19

南海开办保甲团练，由来已久，1898 年底，再度奉旨办团，“义主寓兵于农，期于人尽知
兵，以树自强根本”。所定《南海县保甲团练章程二十六条》，强调此次办团与寻常取效一时者

不同，必须官绅合力，以官率绅，以绅劝民，“团练必托始于保甲”。具体办法是：县分九属，

各乡设一大团，以各乡局绅为团绅，各项事务由各绅会同妥议，禀官给谕。并针对盗匪与地方

宗族组织联系密切的特征，总结历次办团无效的原因，在于“各乡虽有图甲，户口迄未清查，

此匪徒所以得而托足也”。因此须由团绅督同各乡绅，挨户详查各户位置、家长、人口、性别、

年龄及壮丁幼丁数目等情形，发给牌照，使盗匪无法藏身。20不过，从盗贼横行无忌的情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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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县官府只是“虚应故事，并不实力奉行”，有鉴于此，鹿钟霖“特饬南海县杨邑尊加意整顿，

不得视为具文。邑尊接奉严谕后，即与绅士筹商，想不似从前之玩怠”。21

地方官府的亡羊补牢，似乎为时已晚。9月，清政府接到奏报，“据称广州府属西樵一带，
巨匪区新等聚匪千余人，布散各处，联盟拜会，恣出劫虏。”22这时官绅相互维系的统治链条已

经断裂，不仅失去对于社会的应有权威，连自身的生存安危也成问题。香港《循环日报》报道：

“南邑西樵土匪不靖，官绅筹剿筹防。兹闻大岗墟有质库，系某大绅之业，日前匪辈致函打单，

绅未允所求，惟止当候赎以避其锋，仍照情禀官，请兵剿办。匪由是忿恨益深，现在匪势日恣

披猖，官兵剿办未能得力，绅惧祸生不测，闭歇质库，禀缴牌照，避地他去。”23而官兵剿办不

力，原因之一，是其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署顺德县李家焯卸任，贼来打单，无

所忌惮，民不堪扰。”24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时，李家焯任缉捕委员，对于破坏起义起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清政府官员中可谓能吏。区新等人居然向他勒索，可见社会治安败坏不堪之一

斑。 

对于地方治安，官吏历来尽可能敷衍了事，以免遭到牵连追究。然而一旦捂不住盖子，同

样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乃至身家性命，便不得不奋力一搏。南海县令杨荫廷知道大事不妙，亲自

“督带全班缉捕快壮差役及清乡营勇二百名，驰诣杏头乡驻扎社学，随与乡绅妥筹剿办之策，

即于十四日之晚亲乘小轮溯流详览形势，即回行营会同关、石二游戎分派勇役握要堵截，相机

进攻。”25随行并带有站笼一具，刽子手二名，“如获正匪，即就地正法”。26经过一段时间的督

剿，似乎有所收效，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奏报：“本年六月间，据报南海县西樵吴村等乡有匪徒结

党滋事，掳人打单，并枪伤团练局勇。臣立派参将石玉山、都司关贵昌、副将沈棋山共带勇七

百人驰抵吴村陆公祠，捕获匪党谭亚巨等十四名，搜出炮码刀件，讯系吴村陆亚乾、区村区新、

罗村阮亚务等为首，未获。蛋家堡为匪巢，有蓬厂十八座，当即烧毁，起出白布红边号褂两篓，

英美堂木戳一颗。臣因首匪在逃，缉捕不容稍懈，复派副将郑润材率安勇靖勇各五百人驰往围

捕，至太平沙遇匪互击，伏匪由蔗林放枪，哨弁李来保被伤殒命，毙勇二人，伤三人，我勇毙

匪十数人，生擒区充裕等八人。旋据郑润材以罗格围罗姓顽民尤为猖獗，潜伏桑林，拒毙各营

弁勇十八人，伤者三十三人，禀请添兵剿办。随派提督刘永福率福字四营续往督剿，攻破南庄，

焚毁匪屋，获匪九人，交县审办。该处道路纷歧，各匪四散逃逸。在事官绅，始则张皇请剿，

继则以衅起械斗，代求宽办。臣谓无论因何起衅，伤毙官军五十余人之多，不痛加惩创，何以

示后？更难免兵去复聚，为害地方。郑润材开报匪名罗姓最多，李昭、傅赞开亦在其内。现在

罗姓绅耆具结交匪，将刘永福、石玉山各营调回，仍留郑润材、关贵昌各营在乡，设法购拿各

匪首，按名悉获惩办，以绝根株。此南海县西樵各村办匪之情形也。”27

奏报所称英美堂，应为英义堂，1904 年 2 月 3 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报提及 1899 年“官
兵捕获匪党，起出号褂及英义堂木戳”时注明：“英义堂者，即区新所称”，28也就是当时区新

联盟拜会的堂口名号。此番进剿，虽然抓住了一些从犯，但主要首领均逃逸，还伤亡了不少营

勇，令清廷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广东为海疆要地，若如所奏，各处盗匪猖獗情形，亟宜赶紧

剿办，以遏乱萌。”谕军机大臣“着谭钟麟、德寿简派得力营员，扼要防扎，实力剿捕，并饬举

办乡团，严密稽查，以清盗薮而卫民生。”29不久，清廷又两度就办理土匪和团练事宜降旨两广

总督谭锺麟：“广东盗风素炽，务须认真整顿缉捕，随时惩办，以靖地方，毋稍大意。”“著分饬

各属，实力举办（团练），毋得视为具文”。30

二 

清廷连降谕旨严词督促，当是对地方官员处理盗匪事宜时欺下瞒上的一贯手法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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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形果然比奏报所描述的更为严重。而且奏报多有不尽不实之词。如进剿过程中伤亡惨重，

有的并非盗匪拒捕造成。南海县为了捉拿巨盗，“将广毅军移扎官山墟，俾势成犄角，以资镇慑。

各班差役则分居艇上，寄于河干，按时分队出巡。所有差艇均就鹢首排列枪炮，藉壮观瞻。讵

前日某艇猝被风浪掀播，各枪纷然倾跌坠落，舱中有九响连枪，满藏码药，机捩触动震发，弹

丸纷飞，帮役某甲驻足船旁，恰中要害，当场毙命，并有二役亦为流弹所伤，唯幸不致命耳。”
31

瞒报以外，更有令人“不特可惊可骇，直为可惧可危”之事，即所谓“离奇变幻，劫掠翻

新，竟有以盗贼之行，而为官吏之事，以地方之患，而反为商旅之安。”原来盗匪劫掠，除强为

抢掳之外，有所谓打单，即依对象临时定额勒索。无论官商，均成为打单对象，已经显示盗匪

势力之盛。1899年底，南海、花县等地盗匪“乃别出新法，勒收规费，谓之行水。凡商船出其
水道者，无论为何种货物，必定额抽缴。西北二江为全粤米杉柴纸四种之大源，而区、傅所握

之处，又为运载四种货物船艘所必由之路，故每米船一艘，区、傅必按其大小，勒缴行水数百

圆，许其保护，永无劫掠。如有差失，刻即赔偿，柴船亦然。至于杉行，闻其已与北江总行订

定实纳四千五百圆；其西桅尾等杉之杉排，订定实纳二千五百圆，允许保至明年正月十日为止，

谓之一届。外此轮船拖渡每一艘或五百圆三百圆不等，其人力车渡，及杂货商船，则以次降杀，

大抵无一能漏免者。”本来“行水之名，粤盗所旧有，又谓之打单，然不过偶间为之，无常例，

无常地，亦不敢公然标明，如今日之所为也。” 

不仅如此，各地盗匪还依据势力大小，划分范围，如“花县著匪汤春者，亦盘踞于番禺、

花县一带，勒收行水，与区、傅一例，各划定势力圈，不相侵犯。凡如此者，尚有数伙不甚著，

然将来或通而合之，则不可问矣。”其勒收行水的行为，并非秘密进行，而是公诸于世，甚至张

贴告示，如汤春所发布的告示云：“大统领汤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统领征收行水，均按生意大

小，著为定额，决不过苛。尔各商船既纳行水之后，本统领必力为保护。如有人将尔等商船抢

劫，则本统领力为追究。如不能追回货物，本统领亦必照尔等所失多少，如数偿回，断不令尔

等有亏血本，决不食言，切切特谕。” 

由此可见，盗匪坐大，已经使得官绅一体的统治秩序分崩离析，盗匪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

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知新报》对此痛陈四大危害：其一，“米柴杉纸为粤人日用之大宗，

而皆仰给于西北二江。近来厘金经费加抽成数，名目繁多，物价已比前涨增过倍，今又复加盗

贼之抽收，凡此四物之来源，势不能不出其地，即势不能不缴纳行水，而其行水之所出，势不

得不派敛于货价（现杉行已定每价一两抽银八厘，米柴二行可知亦然），而货价不得不增涨以为

抵偿，是使粤商无异增一厘金之额，将来百物踊贵，小民益难以觅食，惟有流为盗贼，为区、

傅之遥应耳。”32稍后李鸿章督粤，因柴价过昂，贫民难以为生，委派专人详细查察，知“柴薪

之贵半由河道不靖，匪人打单行水，节节强索所致”，又因南海、顺德二县的五百余家缫丝厂，

每厂日需 500 斤柴薪，每日共计需二三十万斤，而来源日见其稀，市价因此昂贵。土匪一时难
以平靖，只好下令各缫丝厂于九月至明年二月间一律用煤，不准收柴囤积，以平抑柴市。33

危害之二，“盗贼行径，向来劫掠所得，即按份均派，不留盈余，其人又极挥霍，不事盖藏，

故随得随散，无以聚大伙，无以屯粮械，卒不能为大患。今区、傅悉变其面目，掳掠所入，留

其盈余，以为公积。按其岁中船艘过往，何止千数，以一艘勒收三百，扯记已不下数十万。况

镇埠市集，复有所勒，四出劫掠，亦复不赀。统而计之，年中所入，胡可限量。苟持此道以久

行之，何难揭竿大举。天下事只患无财，彼既有此财力，即不能禁其妄想，况穷民遍地，人心

思乱，彼一举招之，直旦暮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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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之三，从来盗劫之案，官吏皆以为司空见惯，日日严饬捕盗，却未尝一日能绝盗源，

亦未尝见真有大患。“故官吏所最惧者，惟明目张胆，攻城掠邑，关系于一己之参革处分，不能

不达之于天听，故不得不为着急。若除此之外，彼则以盗劫之案例之，惟有循行保甲团练之常

例以塞责。至于保甲团练之俱穷，则听其自生自灭，以为向来固如是耳。今区、傅所为，不遽

为攻城掠邑之举，戕官杀吏之事，兵来则去，兵去则来，官吏以为强盗结伙，非同叛逆，可不

至为我官守之累，即不必费我剿捕之劳。彼盗于是乃得从容蓄聚，无所顾忌，定额征税，俨同

国法，拥众号召，以厚党援。久之，毛羽既丰，乃一发而为攻城掠邑之举，戕官杀吏之事，至

此为官吏者始着急而谋剿捕，则已不可收拾矣。” 

危害之四，“凡举非常之事，最难得者人心耳”，区新、傅赞开等人虽然没有当年洪秀全之

势，“而有洪逆之狡，彼征取行水，以保护商旅为名，虽其所勒收第处于迫胁，然其坚约守信，

赔偿不误。商人纳厘税于官，而官未能保，反或为之扰者；纳行水于盗，而盗保其不失，且能

赔偿，是商之信官不如其信盗之足恃也。商既信盗，纵非本心，惟习于安便，则必乐出其途，

盗亦或更设别术以要结之。他日一有举动，彼商人或怵于积威之渐，或服其约信之坚，或习于

往来之狭，或倖于祸患之免，必有为之接济，为之驱使，为之托庇者。财多则势厚，众集则心

雄，吾恐金田之役不能谓其不可复见也。” 

为了应付局面，广东地方官府除派兵进剿外，也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如令每艘渡船设勇

4 名，以为堵御；凡客人搭船，必先搜检。又有查禁携枪之令，有入夜各街闭闸之谕，但是或
毫无效果，或干脆无人响应。如禁止携枪，盗匪早有防范，不会因禁令而放弃，“是禁枪只可以

禁良民而不可以禁盗，适为盗成其专利而已”。入夜闭闸，为向来成例，劫案并不因此而减少。

至于渡船设勇，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扰民。因盗匪“其聚伙常数百人，其器械皆新式快枪，其

劫渡每用轮船，不需小艇，其一日常劫数船，不取一艘。以区区四名之额勇，无论其怯懦无用，

即使其奋身捍御，而寡不敌众，已万无能胜之理。又况勇之工食，由渡船供给，每一名年需百

圆，此四百圆之数，以生意几微之乡渡，岂能筹此巨款。即使能筹，而又不能保其能御盗，则

不如宁纳之于盗，其数尚少，而可以保安之为愈也。故大吏屡出诰令，严词批斥，而竟无有应

之者”。论者以为这些措施“实大吏之不通下情，不审时势，当一筹莫展，无可设法之时，而故

为是责难之举，以为塞责耳。”并进而指出：“治法以本原为主，今日百政废弛，工艺不兴，商

务不振，民穷财尽，迫而为盗，而官吏又无东西国警察巡捕之善法，徒坐视其扰害闾阎，酿成

大患，竟无一策以处之，此实谁尸其咎哉。”34

在此情形下，广东地方不仅成为盗匪横行的世界，而且其活动日益上升到台面，虽然非法，

却已公开。区新、傅赞开劫掠新会县瑞生当店时，“乘三人肩舆入村，督率攻劫，乡团练勇无一

敢出”。35到 1900 年 2 月，区新、傅赞开等“日形猖獗，地方缉捕莫奈伊何，匪等遂将一切行
水从容议妥，竟无有过而问之者”。西江桅杉排行与两盗订明，每年愿纳行水银万二千元，保至

光绪二十六年底。其银按月交清，地点或在省佛陈龙，或在梧州肇庆，届时由盗示以所在，依

期交纳。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是日立约时，傅、区两盗各架紫洞艇一艘，后随以小艇数

十号，至小唐沙地方，彼此换约既迄，随又与北江杉行在沙头地方立约，每年共纳行水四千元，

先交一成，其余限至明年九月，分三次交楚。旋又有四会、沧江、广宁、怀集等处杉行，亦与

该盗立约，每年行水约一千二百元。盗等随各给以凭据小旗一枝，上画狮形。其约内则声明：

嗣后如有被劫，不拘赃值多少，均由该盗如数赔偿”。报馆因而叹道：“此岂各商人之帖耳输服

于盗哉，无亦以官失其权，盗得其义，与其向官问盗而官不能为盗之雠，何若以盗为官而盗反

得任官之责。坐视为丛驱爵，为渊驱鱼，即一类推，而中国民情携贰，上下解体，又何待外人

召之饵之劳之集之而始知其有无穷之患也哉。是则中国之大局兴衰可以决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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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广东盗匪势力不仅能与官绅鼎足而三，在基层社会甚至一方独大，引起在海外结成保皇会、

谋求勤王救上的康有为等人的注意。 

康有为与区新虽然同为南海西樵人，活动时代也相近，但两人的社会身份相去甚远，彼此

毫无联系。如果不是戊戌政变和勤王密谋，两人之间不会出现相互需求的背景和条件，也没有

联系的必要。不过，西樵既为孕育康、区两人共同的社会环境，彼此也当有所耳闻。1898年底，
在戊戌政变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康有为师徒经历了短暂的愤激彷徨，受唐才常等湖南志士的催

促，决心鼓动武力勤王。37其行动方略，首先注重两广。广东方面，由梁炳光（子刚，化名井

上）、张智若（字学璟）负责经营。此外，由于保皇会在港澳设立联络协调机关，并以澳门为总

局，因地利之便，又有乡里地缘关系，对广东格外关注。由于康有为等事先缺乏相应的准备，

欲诉诸武力，只能利用现成的社会组织和武装力量，而民间秘密社会，便是其首要选择。康有

为解释“大举必从闽粤发难，以长江响应而掣中原之肘”的战略构想时强调：“缘粤多人才而民

强悍，且风气已开，各府县皆有倜傥不羁之土豪，若能收罗而抚之，则此辈俱为我用。”38保皇

会为勤王事宜编制的电报密码中，便有“422现豪杰归附者颇多”、“427△△地大盗若干人已收
之”、“428大盗会党已运动七八成”、以及“676花县巨盗”、“678西江巨盗”等条目。39

据岑春煊后来的奏报，区新曾于 1899年“受逆党嗾使，潜行入京谋刺某大臣，事既不成，
改易洋装回粤，勾结会匪，伪立‘新广东志气军’名目，语多悖逆，乡愚被其煽惑，声势甚大。”
40此说如果属实，则区新与保皇会的联系，自 1899年已经开始。戊戌政变后，逃到香港的康门
师徒在宫崎寅藏的激励下，尝试北上入京刺杀西太后和荣禄，有关行动一直持续到 1906年。41

如果区新真的参与过此项行动，接洽联络之人很可能是万木草堂弟子罗伯雅。罗字润楠，广东

番禺人，“性豪侠，仗义气，善结交绿林会党”，42“尝与剧盗区新、傅赞开等往还”43。从此区

新成为保皇会勤王战略的一个重要棋子。 

保皇会确定勤王用兵方略，大概在 1900年 2月，康有为后来自称：“仆前后俱注意于西（自
正月发策），而以江、粤展转相牵，西事未成。”因为“办事人所用者皆东人也，以西中人地不

宜，皆不欲西而欲东”。44尤其是负责广东方面勤王筹备的梁炳光，坚持在东，不肯向西。梁启

超等人也质疑康有为西向的战略决策，认为无论如何，应当重视广东，“先取粤与否，为一大问

题也。⋯⋯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著”。45取粤须掌握武装，保皇会的做法是派人到广

东各地聚人办团，联络会党绿林和乡团游勇。梁子刚为横滨福生泰号少东主，热情有余，能力

不足，又不熟悉广东各地秘密社会的情况。另一位负责人张智若，广东宝安县人，与罗伯雅同

为万木草堂弟子中以交通会党绿林著称者，46联络区新等人，很可能由他担任。 

区新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自立会名单和保皇会的电报密码中，其地位却相当重要。1900
年 5 月底，因唐景崧派人到新加坡与康有为联系，告以西南各省联络妥当，请康定期发动。康
有为闻讯大喜，下令全力向西。47所开列“入西办事”的九名将领中，就有区新，位置仅次于

勤王正军主将陈翼亭，列第二位。康有为告诉港澳总局的办事人，只要“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

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48依据保皇会的部署，长江、广西

和广东为三个主要战略方向，广西的陈翼亭为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江淮的徐怀礼为重要响

应，广东方面，一度是战略重点，康有为开始觉得力量不足，“故全力图东栈”，49只是丘菽园

主张西向，他也认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才计划扫地卷众袭桂，实际仍以广东为重。不过，经

营广东虽然投入力量多，活动时间长，联络了不少会党绿林和乡团游勇，能够落实的却不多，

因此行动起来不得不以区新、傅赞开等人为依靠。在 1900年 5月底康有为决定弃东而西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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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一直以广东为主要基地，梁启超一度还有开府于粤或武昌、金陵的权衡，并建议取粤为

上，请康有为诀定以某军取粤，则亲入某军，并以该军为正军。50则区新等人很可能是首选之

一。 

正当保皇会紧锣密鼓地加紧筹备时，清政府方面出现的变动，使得区新等人的活动陷入困

境。1899年 12月，清廷为了镇压保皇会的活动，调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1900年 1月，李鸿
章到任，他对清廷打击海外保皇会而采取的一些过激措施态度消极，而对平靖地方却毫不手软。

对于保皇会与内地盗匪勾结谋乱之事，尤为关注。区新等人的势力膨胀及其动向，受到严密注

视。自立军起义后，李鸿章电告驻英公使罗丰禄照会英国外交部:“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
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

保国，阴图扰乱。”“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馆，密谋拜会。

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梦华、陈宗俨、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

订期起事。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51可见他对区新与

保皇会的联系及密谋等情形早已注意。这也印证了区新之于保皇会广东部署的重要性。而

西江盗匪活动猖獗的情形也引起英国的高度关注，英国驻广州领事拟定《西江弥盗章程》，

表示英国海军愿以兵力相助，华官无庸出费，欲趁机染指广东内河权益。李鸿章一面婉拒，

一面答应认真查办。52为此他剿抚兼施，“莅任以来，察悉粤中盗贼猖獗，劫案频闻，若不严办

匪徒，无以安靖地方，随设立营务处，并缉捕总局，为缉获匪徒讯办之所，并派员分作五路缉

捕，委司道为总办，水师提督何长清军门、陆路提督刘邦盛军门、马惟骐镇军、黄金福镇军、

郑润材副将、潘观察培楷，分为各路缉捕，四营将官，在省为会办缉捕事宜。现下各员分营募

勇，已陆续成军。何军门麾下营员，带队已至南属，会同郑协戎麾下营弁，缉捕樵匪；黄镇军

麾下之信勇，已往芦苞、清远、北江一带，剿捕匪类。闻何军门之营员，带队至南海，探悉区

新偕伙匪十余人踪迹，随往围捕。讵区新先已逃脱，仅获其伙匪三名，毙其四名。现官军严密

踩缉，除暴安良，想在此一番振作也。”53

军事打击奏效后，李鸿章又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他以为非添设勇丁水陆缉捕不能清盗匪

之源，而添设勇丁必须保证饷项，为此“姑准番摊纳缴饷项，以为一时权宜之计，而盗匪果由

此潜踪，闾阎安堵”。54他还委派刘学询等负责招降事宜。在官府的运动下，与区新意见不合的

李昭先期倒戈，“纳款投诚，自愿擒区赎罪”55，并带领清军紧密缉捕，迫使区新、傅赞开等逃

往鹤山县境；又率勇丁百余人到鹤山龙口镇袭击区、傅所部，“大破之，获匪十九名，内有李姓、

源姓、温姓三名，均系著名头目”。56李鸿章离粤北上滞留上海期间，刘学询又设法将傅赞开招

降，57与区新等人划地而治的花县匪首汤春也缴械投降，58使得区新陷入孤立。这时江淮的徐怀

礼亦为刘坤一招降，保皇会的部署完全被打乱。康有为鉴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香港总督明确

反对在广东发生任何动乱，所招揽的秘密社会首领又首鼠两端，保皇会的筹备活动糜费多而实

效少，于是暗中放弃取粤乃至整个勤王计划。失去同道和依靠的区新转而与兴中会的活动接上

关系。 

庚子勤王，本来唐才常、孙中山及梁启超等人协议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并举，由于康有为

等人拒绝合作，兴中会与保皇会在广东的活动非但无法相互配合，携手并进，反而彼此竞争，

甚至暗中拆台。兴中会的军事行动，虽然以惠州为根据地，目的还在夺取广州，因此广州、惠

州互为呼应，甚至有广州先期发动的计划。负责广州方面的史坚如、邓荫南等人，与日本东亚

同盟会广东支部成员合作，“先后影绘虎门、黄埔诸险要及各衙署形势甚夥，联络绿林计划，亦

与区新、马王海等订立条件，一旦有事，即揭竿响应。”59其行动计划为：联络骨干，“令阴结

羽翼，刺探机密，以供驱策。羊城各要隘，以东北为建瓴，以西南为犄角，潜师袭击，分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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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东西北三江如马王海、区新辈诸盗首，复各帅勇士数千人，驰会应合，期七月某日起事”。
60

兴中会筹划的广州率先发动因故未能实现，区新的承诺是否真能付诸实现，不得而知。此

事却牵涉兴中会与保皇会的关系。本来革保双方一直有所交往联系，而康有为等屡屡傲视兴中

会，不愿合作，甚至有意无意间挖兴中会的墙角，令广东的兴中会会员产生怨气。同时保皇会

内部对于合作之事意见不统一，革保双方在某些方面又确有合作意向和实际联系。史坚如等人

被捕后，坊间传闻其“供认听从康逆指使”，并供出同党三十余人的姓名。61康有为闻讯，大为

恼怒，他函告丘菽园：“史坚如及区兆甲（惠事），皆孙党也，而冒仆弟子，致诸报展转登之，

望贵报辨明，否则同门之疾于人，而致祸亦剧矣。史率攻吾党四十余人，可恶甚”。康有为攻诋

史坚如，一是为了将保皇会发动勤王不力归咎于“惠事及焚抚署”的牵制影响，二是“惠事及

焚抚署”引起“粤中人心极震”，担心牵扯保皇会，“连累益甚”。他请丘菽园“速登报言：某人

保皇，专注意北方，以粤为僻远而不欲。且自以生长之邦，尤虑乡人之蒙祸，决不惊粤。且从

彼之士夫，多在各省，与孙之除粤人无所为不同。今孙自援粤而造谣影射，不知保皇与扑满相

反，望吾乡人切误信谣言，安居乐业。要之，某人决不惊动故乡云。”62

盗贼绿林的社会声誉毕竟不佳，尤其很难为保皇会的社会基础和权力来源所接受，因此康

有为等在暗中联络利用秘密会社的同时，公开的舆论宣传对于区新等人的言行仍持否定态度。

一旦与其公开形象不相融合的种种密谋有暴露的危险，他们便不惜嫁祸于人，以洗刷开脱自己，

戊戌如此，庚子同样如此。这种态度，较革命党人与秘密会社的关系更加疏远一层，对后者的

实际情形并不了解，结果盗贼绿林游勇的首领也只是利用保皇会获取枪械银饷，这就决定了双

方的合作很难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保皇会的取粤计划，除耗费大笔海外筹款外，几乎一事无成。 

四 

庚子革保两派在广东相继失利，整个中国也从义和团事变的大乱中逐渐平静下来，这种平

稳显然并不适合盗匪的活动。此时南海县的主官换成了素有能吏之称的裴景福。裴氏安徽霍山

人，以名进士为宰粤东，屡任剧邑，前此在番禺县任内，据说一月之内破获前令积年盗劫案凡

五十桩，令广州知府击掌赞叹。631899 年底，南海县令出缺，调任朝阳县的裴景福署理。李鸿
章到任后，认为原南海县令办事尚属周妥，无庸另行调署。64但稍后裴景福还是接任南海县，

并且连任到 1903年被岑春煊参革流放为止。任内裴景福继续显示其酷吏本色，加强对盗匪的打
击和镇压，仅从《申报》的报道看，几年中公开处决盗匪的频率和人数都有大幅度增加。据说

在南海县任内仅以站笼站毙人犯改作病故者，先后共有 128 人。65内外交迫之下，区新一度不

得不逃往广西梧州等处藏匿，以避风头。 

不过，庚子以后，中国各种严重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依然如故，前此造成统治秩序紊乱的社

会势力继续活动，清政府对待归降的盗匪又不能餍其所愿，甚至从来就不打算实践承诺。如李

昭投降后，虽协同清军“弋获匪党多人”，官府仍然认为“尚无大功可记”。66傅赞开降清，署

粤督德寿电询在上海的李鸿章处置之法，后者答称：“战事计日可平，无须若辈效用。”于是德

寿将傅赞开等 108人“尽隶黄得胜麾下，建功赎罪。”67盗匪秉性，本来就反复无常，受到冷遇，

自然更不驯顺。傅赞开降后，西北江仍有匪人持其名片索取行水，并且开枪拒捕，将赶来的安

勇打伤数人。68当局虽指为假冒，未必不是傅氏或其部下重操旧业。与傅赞开同时降清的陆西

干，被派归肇庆协吉镇军部下效力赎罪，“以为从此可以革面洗心矣。不意近日忽又纠集党羽，

大开博塞之场。”遭地方绅士赴督辕禀控，粤督下令查办。69李昭降清后，仍向各处勒收行水，

被绅士密禀当局，官府乘其因事来省之际派人拘至五仙楼清讯。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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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离粤后，各乡剿匪措施有所松弛，前因粤东缉捕甚严无处容身的区新，从广西梧州

复潜回南海县境西樵埠，“纠合党羽，在官山海口向来往各船勒收行水”，1901年 1月，被官府
眼线侦悉，“报知是处卓字营管带某君，某君立即督率勇丁前往兜拿，区匪竟敢出而抗拒，互相

轰击，反被枪毙勇丁一名，仍未擒获。”71李昭等人又再度叛清，与区新合为一股，活动范围也

不限于南海一地。1901 年 10 月，番禺某店司事关凤俦具词赴县控称：著匪区新等与其党羽设
立英义堂名目，屡次致函打单勒索。72由于地方不靖，为官不易，本来应是肥缺的两广总督之

职，竟被视为畏途，鹿传霖以“力难胜任”再三推托，改调陕甘总督陶模，也声称“旧疾未痊，

请收回恩命。”73

1901年初，与区新潜回南海几乎同时，陶模终于南下接任。其督粤期间，对于新政改革颇
为热心，陆续举办了一些维新事业，至于平靖地方，虽然不是特别用力，但也不敢掉以轻心。

1901年 9月，南海县局绅、举人陈文蔚以盗匪猖獗、掳人勒赎等词控诸督抚二署，陶模、德寿
等除迳饬广州协南海县严密查拿外，令缉捕总局半月内将陆畅、区新、谭郁、陆亮、岑剑等悉

获究办。“不论军民人等，如能速将各犯获送，定即从优奖赏。绅耆包庇，查出即照窝盗论，决

不宽贷。”74区新自李昭、傅赞开降清后，“独该逆怙恶不悛，其弟区湛凶悍尤甚，李、傅之徒

既散，该逆之势益盛，枪械精利，党与众多，拜会敛财，打单掳劫，商船则勒收行水，农田则

逼缴护费，广、肇两属遭其蹂躏几无虚日。官兵剿拿，俨然劲敌，屡被拒杀，迄未就擒。该逆

行踪诡秘，又常往来于香港、澳门，散布谣言，摇乱人心，所以为患于粤东者已非一年。”751902
年 4 月，南海安隆砖窑接连接到义和堂著匪廖珠、廖时、区新等来函打单银若干，限期送至某
处，否则炮火从事。业主无力交银，投诉于局绅陈文蔚，后者再度赴省向各衙门禀告。761902
年的大明顺天国密谋，官府也认为“为首者著名巨匪区新、刘大婶，招集逆党数千人，约期作

乱。”77此次起事，兴中会系统的革命党确有联络庚子旧部的企图，被捕的苏子山、陈学灵，曾

与三合会头目曾捷夫在广州秘密会晤78；参与其事的苏焯南等人，则是 1900年兴中会谋取广州
计划的执行人，与区新等有所联系。据说区新在官府追捕下，曾逃往新加坡，回国后在新会崖

门附近据山为巢，招纳亡命，“且区自出洋后，颇好读兵书，闻有新译之本，多方托人代为访购，

其于山川险要皆测绘为图。去冬尝与他党争据某山，区登高指挥，动中窽妙，他党不谙地势，

遂为所败。日前会党闻其名，特收为羽翼。”洪全福起义事败，区新再度亡命外洋。79

1903年 5月，接替病逝的陶模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抵达广州，岑氏庚子勤王有功，得到西
太后的宠信，在清末政坛上迅速崛起。他对于整顿吏治颇有一套办法，是有名的“三屠”之一

的“屠官”，粤督任内参革广东地方官员千余人，同时对镇压民变、安靖地方也有一套铁腕工夫。

清廷先后用他任四川、两广总督，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平定当地的会党游勇叛乱。岑春煊

抵任后，很快发布除暴安良示，为各地方官、各营将弁、各处绅民及被贼胁从悔罪来归之人要

约赏罚条件，分别开列“各地方官当知十三条”、“各营将弁当知八条”、“各绅民当知六条”和

“各匪悔罪来归者当知六条”，保奖结合兵团保全地方，剿除肃清匪患，越境助剿，实力练团，

拿获匪首，安顿饥民，办赈有效的官吏、将弁和绅民，凡剿办不力，知情不报，扰民冒功，甚

至通匪济匪者予以严惩。悔罪来归者分别情形予以安置奖赏，尤其鼓励引领官兵进剿；著名匪

首若能擒杀相当著名之匪首，或携带军火五十件以上来降者，亦可免死录用。80是年科考，岑

春煊于第三场另出五题，鹤山县士子应对的 70余人中，有 60余人力陈该县盗风猖獗，当地盗
匪串同著匪区新、谭二、罗永等打单勒索，请为严办。81此外，岑春煊还设法查知两广地方私

运军火的三条路线，下令严密盘诘，以绝盗匪武器来源，并悬赏洋银二千元，擒杀区新。与区

新同时的马王海等大股盗匪相继被清军剿灭。 

岑春煊抵任之初，因广西的游勇起义声势浩大，重心不得不倾注于西。1903年底，岑春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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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西浔州回到广东，查访情形，知区新“生长本地，窟穴甚多，非重兵不能扼其窜越，非确

线不能得其踪迹，因严饬统巡水师候补道李准重资购线，密调水陆各军，于西樵一带遥遥扼要

驻扎。探知该逆掳掠归巢，确在区村，遂令各军抽队渐渐逼近。”82其间岑春煊密札李准，限期

一月捕获区新，后又责成把总潘斯铠，以十日为限。李、潘二人熟商，担心区新察觉远飏，不

敢稍露声色，由潘斯铠派线人佯招区新投降，使其不致远逃，又密派兵勇或伪作乞儿，或为小

贩，日夜伺区新之出入，并绘制匪巢要隘地图一册。1904年 1月 2日，清军各营兵勇千余名，
兵轮十余艘，拖带蛮船 30余号，驶赴三漕口驻扎。1月 3日，李准下令分官山、岗头两路起岸，
调齐粤义、靖勇、安勇、喜字、顺字等营，分六路（一说五路）从东西两面进剿，包围区村，

“一面多张告示，晓以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义，以解散其党羽”。此役官方的报告是：次日黎

明，由队官潘灼文、潘斯铠、傅赞开等带队进入区村严密搜剿，由把总潘斯铠的线人引路，“得

其窟穴于村内陆家塘边，李准亲至督剿，官兵重重围裹。”区新与其死党负堣死守，与清军激烈

交火，相持三日之久，区新等不支，夺路欲走，被清军追擒 23人，击毙一人，其余四散。区新、
区湛、区满等满身重伤，旋即死去，并被戮尸。83

传媒的报道有所不同，《香港华字日报》称：1月 3日清军抵达区村后，立传该村绅耆查究，
遍搜匪巢不获，仅起出被掳候赎之潘某。各营弁禀请收队，李准不允。时有潘斯铠队中勇目某

甲密禀具知该匪所在，但虑被匪报复，身家不保。李准令其将家眷迁省，力允招呼家用，并当

堂书付千金之券，甲遂感激效命，带至该村山脚陆姓屋内。匪党不虞勇之猝至也，放枪拒捕，

轰毙粤义军一名，安勇一名，防勇一名，伤者数名。各勇奋力围攻，当场将区新枪毙，并毙匪

党区湛、区满及不知姓名者三名，生擒潘佑、区东养、区余三名，1月 4日早返抵广州。84为了

保险起见，潘斯铠亲自查验区新尸体，“足有支指，膝盖上有刀痕，手之大指曾受枪轰一边，果

是真区新”。从其身上搜得相片，区新中立，左右各一人，上题“拿破仑一人千古，震地惊天”，

下款署正总理人某，副总理人某某。又搜得密函一封，中有“举目山河之异”、“以茶当酒，以

水当茶，与君痛饮，消一生不平之气”等语。85从《华字日报》报道的时间看，官方的报告所

谓相持三日之说或有夸大。 

区新与官府有深仇大恨，据说广东水师提督郑润材曾派人到新加坡招降，区新表示拒绝。

有人问其何以甘心为盗，区新应道：“一人犯罪一身当，与吾死父何涉？满清官弁无能，不能将

吾捉获正法，乃拆吾祖屋，锁拿吾父之木主以去，并将吾兄押毙狱中，事后宁家，已成瓦砾场，

只剩下一个旧神主箱。此一生最切齿之事，宁断头，无降理也。”86态度可谓坚决。但其为盗依

靠族人和同党，最终却栽在族人和同党的手中。《华字日报》所称告密带队之某甲，很可能是区

龙。据说“轰毙区新，首功系区新族人区龙，其次为傅赞开”。87此次得手，李准和带队各官均

获奖赏，区龙超免补千总，以守备补用，傅赞开免补千总，以守备归广东水师尽先补用，并加

都司衔。88有报道说：“该匪花红之多，除各处商民旧悬不计外，新悬之红，善后局五千元，李

统巡二千元，南海县三千元，合计新旧不下三万元，为全省著匪之冠。若非岑制府之严厉，李

统巡之认真，恐未易得手也。”89而据官方奏报，于原来赏格外再加赏银一万元，其余打死各匪

合计赏银八千元。其来源则是抄没区新等人家产，以及严饬包庇之族邻各绅罚款赎罪，并令该

绅等出具甘结，保证“该村永远不出匪人，及永远不再庇匪”。90

岑春煊凭借国家机器尤其是优势兵力，虽然可以一举铲除区新这样的积年惯匪，却仍然无

法根除匪患。两个月后，有报道称：“西樵著名匪首区新拒捕殒命后，其党凶焰未衰，仍向往来

客商抽收行水银两，一面指拨款项赡其妻妾。如尚不足，则勒令富户捐资助之。”91一年以后，

西樵乡一带仍然匪患甚炽，“经江浦行营认真搜捕，在各乡拿获著匪多名，及起获被掳乡人十余

名。现闻各官弁查悉匪踪，往往潜匿于各糖寮，因议将所有糖寮分别清拆，责成寮主不得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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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人，俾若辈无从藏匿。”92在岑春煊幕府中任事的高凤岐函告汪康年：“东省著匪区新等五大

匪，皆累年悬赏万金者，虽已尽除，而小股仍未靖。欲去两粤之乱，要从吏治、民生、路矿、

农工入手，但非真变法，即不足以语此。而目前救民水火，亦不能不治标，奈何奈何，为之奈

何！府主焦忧日迫，故时愈时病，终难复元。尊书所关切处，已一一备述，徒多叹息而已。⋯⋯

国气不振，稍有人心者皆有不能终日之势。”93此说算是触及根本。但这不仅超越岑春煊的权限

范围，更超出其能力所及。有心救上，无力回天，留下的悬念只是清王朝何时垮台，以及人心

尚在的官吏如何寻求应变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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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its and the Movement of Sending Troop to Support the Emperor 
In Year of Gengzi (1900):A Study of the Case of Ou Xin, A Big Shot 

Bandit of Xiqiao in Nanhai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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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movement of sending troop to support the emperor in year of gengzi (1900), the 

royalists not only sent their main forces to their main bases in Guangxi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but also 

made full effort to win over local secret societies and recruited many leading bandits. Ou Xin, a big shot 

bandit of Xiqiao in Nanhai country, was one of the well-known bandit chieftains of Guangdong beside those 

stragglers in Guangxi.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bandit chieftains, Ou Xin had taken part in the plots against 

the Qing Dynasty of both th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conservatives for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had 

broader connections. And there are more survival reference and materials about him. Furthermore, a case 

study of him shows that there were great and complicated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ocal social power 

resources, that the influence of bandits was over developed but still not completely breaking away from 

locality and clan, that the complement between the official power and landlord power was destroyed and that 

social control and order was in chaos. Even those in officialdom realized that the Qing government couldn’t 

restore its efficient control unless there was a foundation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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